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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字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区位选择

李光勤， 李潇格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要： 数字化政府作为传统政府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 有助于提升

地区的区位优势， 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东道国的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中国 ＯＦＤＩ 数据， 实证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区

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 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对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相较于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吸

引能力更强； 机制分析表明， 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

性交易成本、 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了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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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兴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经

济运作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逐渐成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近年来， 为了提升综

合国力， 各国不断促进信息通信技术与各传统领域的深度融合， 信息通信技术在政

府治理中的应用催生出了数字化政府， 使政府治理水平发生新的迭代。 据 ２０２０ 年

联合国发布的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 世界各国数字化政府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当前全球范围内已有 ８４％的国家政府至少提供一种在线服务；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全

球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平均值由 ０􀆰 ５５ 上升至 ０􀆰 ６０，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高组别涵盖

的国家由 ４０ 个增长至 ５７ 个。 数字化政府旨在利用信息技术对社会管理、 市场监

管、 公共服务等政务流程进行电子化网络化改造，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及依法行政

国际投资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２－２６
［基金项目］ 安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重点项目 “ ‘双碳’ 目标下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理论逻辑

及实现路径” （２０２２ＡＨ０５０５９３）， 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 “数字化政府与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ＡＣＹＣ２０２２３４６）
［作者简介］ 李光勤 （１９７９—　 ）， 男， 四川泸县人，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与环境； 李潇格 （１９９８—　 ）， 女， 河南浚县人，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

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数字化政府与国际贸易



－ ７３　　　 －

水平 （刘庆龙等， ２００４）。 相较于传统政府， 数字化政府使政府工作更加公开、 高

效和透明， 并通过提升企业和居民的政务参与度及推进问责制发展重塑了政府、 企

业和居民之间的关系， 从而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而在开放条件

下， 外商直接投资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外资企业作为东道国微观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获得投资准入到经营纳税再到破产办理， 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

节均需要与政府打交道， 其生存发展与东道国政府的治理水平息息相关。 近年来，
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 资本输出的步伐不断加快， 那么中国企业在进行

区位选择时， 是否会将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作为决策因素？ 这个问题的回

答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
的高质量发展， 也可为中国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建设数字化政府提供政策依据。

一、 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数字化政府的关注， 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来展开： 第一， 对数字化政府

的概念进行界定。 ＯＥＣＤ 将数字化政府定义为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实现更好的

政府”， 并指出数字化政府的核心是政府治理而非数字技术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３）； Ｗｅ⁃
ｅｒａｋｋｏｄｙ 等 （２０１２） 指出数字化政府的良好实践应是地方政府以公民需求为导向，
借数字化转型之机重新设计管理流程， 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最大

化服务效率和实现管理成本节约。 第二， 数字化政府对国家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的

影响。 数字化政府在改善公共服务质量、 促进信息公开、 推动公民政务参与以及问

责制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ＯＪＯ， ２０１４； Ｗｏｎｇ 和 Ｗｅｌｃｈ， ２００４； Ａｌａａｒａｊ 和

Ｉｂｒａｈｉｍ ２０１４）； 数字化政府能通过降低非关税壁垒、 减少信息不对称以及推动通关

便利化促进贸易增长 （施炳展和游安南， ２０２１）， 并通过增加贸易提高本国劳动力

的边际生产力， 减少本国的隐形失业 （Ｍａｊｅｅｄ 和 Ｍａｌｉｋ， ２０１６）； 数字化政府还能

够通过减少腐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并遏制环境恶化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等， ２０１３）； 数字化

政府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更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Ｃａｓｔｒｏ 和 Ｌｏｐｅｓ， ２０２１）。
现有文献针对数字化政府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较少， 但研究制度质量和制度

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文献较多， 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大多基于世界银行发布

的 《全球治理指数》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ＧＩ） 中的六个指标进行度量。
关于制度质量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 大多数文献认为中国 ＯＦＤＩ 倾向于流入制度质量

更高的国家 （祁春凌和邹超， ２０１３； 王永钦等， ２０１４； 王恕立和向姣姣， ２０１５）， 对

于外国投资者而言， 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安排相当于一种有效的保险机制， 保障企业在

面临风险时具备灵活性， 可以有效规避或及时调整，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崔娜等，
２０１７）； 较高的制度质量通过减少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提高企业的预期收益， 吸

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２００５）。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 ＯＦＤＩ 出于资源寻求的

动机， 更多流向了经济发展落后但资源丰富的国家， 而这些国家往往制度质量较差

（杨娇辉等， ２０１６）。 针对制度距离与中国 ＯＦＤＩ 的关系， 当前主要研究结论存在分

歧： 一种观点认为双边制度距离对中国 ＯＦＤＩ 起到阻碍效应， 双边制度距离越小，
外资企业越容易适应东道国的交易规则与制度体系， 从而促进外资流入 （Ｈａｂｉｂ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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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ｕｒａｗｉｃｋｉ， ２００２）； 当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差异较大时， 外资企业需要花费如熟悉

市场、 了解当地人行为习惯等额外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对直接投资起到阻碍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较大的双边制度差异反而吸引了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 （蒋冠宏和蒋殿

春， ２０１２； 陈岩等， ２０１４）； 进一步区分国家收入层次和制度距离的方向性后， 陈

怀超等 （２０２１） 研究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制度逆差对中国ＯＦＤＩ起到吸引作用，
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顺差却阻碍了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和 Ｎｉｅｔｏ
（２０１５） 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其研究结果表明当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投向制度质

量优于母国的发达国家时， 较大的制度距离对其更加有利； 投向制度质量劣于本国

的发展中国家时， 较小的制度距离对其更加有利。
综合来看， 关于制度质量与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研究已较为全面， 但目前尚

未有文献针对东道国政府数字化转型与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关系展开研究， 而数

字化政府作为政府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 使各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发生转变，
治理效能得到显著提升， 可能会对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此， 本

文将东道国数字化政府与中国 ＯＦＤＩ 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政府

对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 研

究视角上， 本文从数字化政府这一全新的视角出发， 分析其对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

择的影响， 丰富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研究； 第二， 研究内容上， 本文

同时考察了综合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及其子指标对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 并

采用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识别出数字化政府与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

的因果关系； 第三， 研究深度上， 本文从制度性交易成本、 市场信息透明度和腐

败寻租三个方面论证了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 并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为国家通过提升政府数字化水平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政

策依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等观点， 本文基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 提升市场信息透明度、 抑制腐败寻租三个方面分析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 并提出理论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可划分为企业建立前的缔约成本以

及企业建立后的经营成本和治理成本， 经营成本主要指企业日常经营手续如纳税报

税等的繁琐程度， 缔约成本体现在获得政府的投资准入的难度上， 治理成本则主要

体现在企业资产被政府没收的风险 （陈兆源等， ２０１８）。 数字化政府能够同时降低

外资企业的缔约成本、 经营成本和治理成本， 使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得到全

方位的节约： 一方面， 数字化政府使很多行政审批环节得以在网上进行， 压缩了审

批时间， 提高了审批效率， 降低了企业为获得投资准入以及办理日常经营手续所花

费的时间和精力， 使企业事前的缔约成本和事后的经营成本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
数字化政府相较于传统政府披露的政策信息更加充分透明， 企业能够通过政府的门

户网站方便快捷地掌握全面的政策信息， 从而对未来的政策走向形成更加准确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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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有助于企业避免被征收和国有化等不利的政策风险， 降低了企业的事后治理成

本。 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节约有利于促进外资企业的流入。 马连杰 （２００５） 指出

中国各城市电子政务的应用为外资企业带来了更加高效透明的管理和服务， 有助于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Ｋｌａｐｐｅｒ 等 （２０１１） 发现严格的进入管制显著抑制了外

商直接投资流入； 张龙鹏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也表明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对新企业

建立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综上所述， 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可能会通过降低外资企业

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促进中国 ＯＦＤＩ 的流入。
大数据在政府监管体系中的深度嵌入， 使数字化政府成为保证市场信息公开的

有效工具。 互联网和大数据改变了信息搜集、 传输、 分析和应用的具体方式， 使政

府获取的信息更具规模、 质量和时效性， 驱动政府监管走向全面、 协同、 动态、 智

慧与精确化 （刘建义， ２０１９）。 相较于传统政府， 数字化政府能够实现大规模的企

业远程数据快速采集与精准核对， 大大缩短了反馈周期， 使市场信息披露规则得到

高效程序化执行， 确保了较高的市场信息透明度。 而东道国的市场信息透明度是外

资企业衡量是否进入的重要评估因素， 原因在于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经营时， 本就会

因外来者身份而面临竞争劣势 （Ｚａｈｅｅｒ， １９９５）； 当东道国的市场信息公开不够充

分时，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使投资者的外来者劣势更加突出 （陈怀超等，
２０２１）； 东道国的市场信息透明度越高， 越有助于投资者准确把握东道国市场的发

展和竞争状况， 评估市场潜力和进入阻力， 制定最优的投资模式和竞争策略， 进而

降低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 增强 ＯＦＤＩ 进入的动力 （祝继高等， ２０２０）。 Ｓｅｙｏｕｍ 和

Ｍａｎｙａｋ （２００９） 利用 ５８ 个发展中国家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得出以

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有效性衡量的市场信息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具有显著

的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 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可能会通过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促进中

国 ＯＦＤＩ 的流入。
政府数字化使政务运作公开透明， 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权力寻租、 官员意志凌

驾于市场意志的操作空间， 并通过增大官员的腐败成本从源头上抑制了官员触碰红

线， 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 政务运作流程的网络化和规范化， 减少了官员的自由裁

量权， 进而抑制了企业之间的行贿竞争， 避免政府为收受贿赂而对市场造成的不合

理干预， 使资源配置在公平的环境下由市场机制决定， 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

障 （闫永生等， ２０２１）； 第二， 政务操作信息的自动记录， 使政府的行为受到监

督， 鼓励企业和公民对不合理的程序提出质疑并申诉， 推进了问责制的发展， 增大

了官员的腐败阻力。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９） 的研究表明国家数字化政府排名的上升将带

来腐败控制排名的上升， 数字化政府是控制腐败的有效工具； Ｋｉｍ 等 （２００９） 发

现韩国政府建立的 ＯＰＥＮ 电子政务系统对反腐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引入 ＯＰＥＮ
系统后， 韩国政府因腐败而受到的谴责次数大幅减少。 腐败对外资流入的消极影响

显而易见。 腐败会增加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沉没成本， 对 ＯＦＤＩ 呈现出显著的摩

擦效应 （Ｗｅｉ， ２０００）， 腐败阻碍了公平和高效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尽管寻租并

不创造实际的产出， 但企业依然会为了获得政府的庇护和保持市场地位而花费金

钱、 精力疏通与政府的关系 （陈升， ２０２０）， 且企业的行贿竞争必然会增加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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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要价， 逐渐加剧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 （蒋冠宏， ２０１５）。 Ｈａｂｉｂ 和 Ｚｕｒａｗｉｃｋｉ
（２００１） 利用 １１１ 个国家在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的投资数据和清廉感知指数， 实证得出腐

败对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且由于对寻租规则的适应性差异， 腐败对外商直接

投资的抑制效应远大于对国内投资的抑制效应。 杨先明等 （２０１８） 的研究同样表

明对腐败惩治严格的国家， 在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时更具有优势。 综上所述， 数字

化政府可能会通过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中国 ＯＦＤＩ 的流入。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１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将促进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
假说 ２　 东道国数字化政府能够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提高市场信息透明

度和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

三、 计量模型、 变量与数据

（一） 模型构建

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 α ＋ βｅｇｏｖｉｔ ＋ Ｘｉｔη ＋ μｉ × νｔ ＋ ζｉｔ （１）

式 （１） 中，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表示中国在第 ｔ 年对第 ｉ 个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规模， ｅｇｏｖ 表
示东道国政府数字化水平， Ｘ 表示控制变量集合， μｉ × νｔ 为年份与国家的联合固定

效应， ζ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α、 β和η为待估参数。 β 是本文关心的系数， 若 β ＞ ０ ， 说

明东道国政府数字化水平提高， 可以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 ＯＦＤＩ。

（二） 变量及数据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中国 ＯＦＤＩ， 选取流量和存量两种衡量指标， 数据来源于

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为了减小异方差问题， 对两种指标均进行取

自然对数处理。 由于 ＯＦＤＩ 流量存在为零值或负值的情况， 为了避免直接剔除这些

样本带来的估计偏差， 所以在实际操作中， 本文将 ＯＦＤＩ 流量数据为负值的全部取

值为零， 然后对每个数据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ｌｎｏｆｄｉ）， 即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 （ｏｆｄｉ＋１）。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 采用东道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ｅｇｏｖ） 进行衡量， 数据来源于历年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该指数是由联合

国电子政务调查评估小组发起，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启动， 到 ２０２０ 年进行了 １０ 次， 分别

为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由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 在线服务范围及质

量（ｏｎ＿ ｓｅｒｖ）、 电信基础设施水平 （ ｔｅｌ＿ ｉｎｆｒ） 三个子指标取平均值得到。 后续本文将

采用 ｏｎ＿ ｓｅｒｖ、 ｔｅｌ＿ ｉｎｆｒ 以及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中反映政府数字化水平的另

一指标———公民电子政务参与度 （ｅｐａｒｔ） 进行稳健性检验。
３􀆰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学者对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本文选取了一系列控制

变量， 各控制变量的衡量指标及数据来源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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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控制变量具体含义及来源

变量名称 衡量指标 数据来源

东道国经济规模
（ｇｄｐ） 实际 ＧＤＰ （单位： 万亿美元） 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ＤＩ）

东道国经济增长潜力
（ｐｇｄｐｐ） 人均 ＧＤＰ 年增长率 （单位：％） ＷＤＩ 数据库

东道国通货膨胀水平 （ ｉｎｆｌａｔｅ） 年通货膨胀率 （单位：％） ＷＤＩ 数据库

东道国资源禀赋 （ｎｒ） 金属、 矿物和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
重 （单位：％）

通过 ＷＤＩ 数据库中相关数据计
算得出

东道国工业化程度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单位：％） ＷＤＩ 数据库

东道国对外开放水平 （ｏｐｅｎ） 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单位：％） ＷＤＩ 数据库

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双边贸易总额占东道国贸易总额的比重
（单位：％）

通过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相关
数据计算得出

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
（ｌｎｄｉｓｔ） 双边人口加权距离的自然对数 法国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东道国制度质量 （ ｉｎｓｔ）
２􀆰 ５＋ＷＧＩ 数据库中五个指标 （公民话
语权和责任感、 政治稳定性、 政府效
率、 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 的得分均值

通过 ＷＧＩ 数据库中相关数据计
算得出

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
（ ｉｎｓ＿ ｄｉｓｔ）

中国与东道国在上述 ＷＧＩ 五个指标上
得分之差的平方和的开方

通过 ＷＧＩ 数据库中相关数据计
算得出

　 　 将以上所有数据进行匹配并删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 本文最终得到包含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共 １０ 个非连续年份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总
样本数为 １ １３２ 个。 表 ２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ｏｆｄｉ １ １３２ ５􀆰 ７８１ ３􀆰 ９４０ ０􀆰 ０００ １４􀆰 ３４５

ｌｎｃｏｆｄｉ １ ０３１ ８􀆰 ７６４ ２􀆰 ９５４ ０􀆰 ０００ １５􀆰 ８９６

ｅｇｏｖ １ １３２ ０􀆰 ５１９ ０􀆰 ２０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ｅｐａｒｔ １ １３２ ０􀆰 ３６２ ０􀆰 ３０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ｏｎ＿ ｓｅｒｖ １ １３２ ０􀆰 ４６８ ０􀆰 ２６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ｔｅｌ＿ ｉｎｆｒ １ １３２ ０􀆰 ３４６ ０􀆰 ２６６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ｇｄｐ １ １３２ ０􀆰 ４７１ １􀆰 ７０８ ０􀆰 ０００ １９􀆰 ５５２

ｐｇｄｐｐ １ １３２ １􀆰 ９０２ ３􀆰 ８２９ －２１􀆰 １１６ ２６􀆰 ６６０

ｉｎｆｌａｔｅ １ １３２ ４􀆰 ８５８ ６􀆰 ００８ －７􀆰 ２２５ ８４􀆰 ８６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 １３２ ２６􀆰 ３４７ １０􀆰 ６５０ ８􀆰 ４１４ ８５􀆰 ９２０

ｎｒ １ １３２ ２２􀆰 ５４８ ２６􀆰 ６４５ ０􀆰 ０００ ９８􀆰 ８９０

ｏｐｅｎ １ １３２ ６１􀆰 ３０４ ３６􀆰 ５０５ ７􀆰 ５９０ ２１８􀆰 ２５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１ １３２ １１􀆰 １９０ １５􀆰 ３７０ ０􀆰 ２３０ １６４􀆰 ０３０

ｉｎｓｔ １ １３２ ２􀆰 ６７６ ０􀆰 ８５３ ０􀆰 ８０２ ４􀆰 ４７０

ｉｎｓ＿ ｄｉｓｔ １ １３２ ２􀆰 ７７３ １􀆰 ３４８ ０􀆰 ６３７ ６􀆰 ２５４

ｌｎｄｉｓｔ １ １３２ ９􀆰 ０２２ ０􀆰 ４９１ ６􀆰 ８６２ ９􀆰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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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 基准回归

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 本文首先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检验结果显著拒绝采用

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 因此，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式 （１） 进行回归， 回归

结果报告在表 ３。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ｃｏｆｄｉ

（１） （２） （３） （４）

ｅｇｏｖ

ｇｄｐ

ｐｇｄｐｐ

ｉｎｆｌ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ｎｒ

ｏｐ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

ｉｎｓ＿ ｄｉｓｔ

ｌｎｄｉｓｔ

常数项

Ｎ

Ｒ２

Ｆ

４􀆰 ７１４∗∗∗ ７􀆰 ０１１∗∗∗ ３􀆰 ５７９∗∗∗ ５􀆰 ４１８∗∗∗

（０􀆰 ７５２） （１􀆰 ０８８） （０􀆰 ５７１） （０􀆰 ８５８）
０􀆰 ３９０∗∗∗ ０􀆰 ３１１∗∗∗

— （０􀆰 ０８７） —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０ －０􀆰 ０８２∗∗∗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８）
－２􀆰 ４１９∗∗∗ －１􀆰 ４６８∗∗∗

— （０􀆰 ４１８） — （０􀆰 ３３１）
０􀆰 ７４１∗∗∗ ０􀆰 ２８６

— （０􀆰 ２３０） — （０􀆰 １７９）
－１􀆰 ２００∗∗∗ －０􀆰 ６３９∗∗

— （０􀆰 ３２１） — （０􀆰 ２５３）
３􀆰 ３３３ １５􀆰 ５２９∗∗∗ ６􀆰 ８８５∗∗∗ １４􀆰 ０９５∗∗∗

（０􀆰 ４０６） （３􀆰 ２０５） （０􀆰 ３１１） （２􀆰 ５２８）

１ １３２ １ １３２ １ ０３１ １ ０３１

０􀆰 ６３５ ０􀆰 ６７１ ０􀆰 ６７０ ０􀆰 ６９５

２２􀆰 ０４５ ２２􀆰 ９６０ １８􀆰 １４５ １７􀆰 ６２６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的标准误， 控制了年份和国家的联合固定效应， ∗∗∗、 ∗∗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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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前两列为将 ＯＦＤＩ 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控制了年份与国家的联合固定

效应后的估计结果。 其中， 第 （１） 列仅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电子政务发展水平，
显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系数在 １％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东道国数字化

政府有利于刺激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 第 （２） 列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加入所有的控制

变量， 此时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系数仍高度显著为正且系数为 ７􀆰 ０１１， 表明东道国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每提高 １ 个单位， 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将增加 ７􀆰 ０％。 控制

变量中，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通货膨胀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对中国 ＯＦＤＩ 均未表

现出显著影响， 说明东道国的这些特征并不是中国 ＯＦＤＩ 所考虑的主要因素； 从其

他控制变量来看， 东道国的经济规模 （ｇｄｐ） 和东道国的资源禀赋 （ｎｒ） 均显著促

进了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 表明寻求东道国可观的消费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

ＯＦＤＩ 的重要动因； 对外开放水平 （ｏｐｅｎ） 和双边贸易关系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的系数也显

著为正， 表明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越高， 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越密切， 越有利于吸引

中国对其直接投资， 贸易与投资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 两国地理距离 （ ｌｎｄｉｓｔ） 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与传统引力模型的预期相吻合， 即中国企业偏好于向邻近国

家投资； 制度质量 （ ｉｎｓｔ） 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中国 ＯＦＤＩ 更偏好制度质量不

高的国家； 制度距离 （ ｉｎｓｔ＿ ｄｉｓ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质

量差异越大， 越有利于吸引中国企业对其投资。 整体来看， 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

量， 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均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其直接投资， 假说 １ 得以验证。
考虑到 ＯＦＤＩ 流量仅代表当年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情况， 由于投资输出的不稳

定性， 使用流量度量中国 ＯＦＤＩ 的区位选择偏好存在一定的偏误。 为此， 本文采用

ＯＦＤＩ 存量替换 ＯＦＤＩ 流量重新进行基准回归， 估计结果呈现在表 ３ 的第 （３） 列和

第 （４） 列。 结果显示， 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仍显著为正。 使用 ＯＦＤＩ 存
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后， 假说 １ 仍然成立。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公民电子政务参与度 （ ｅｐａｒｔ）、 在线服务范围及

质量 （ｏｎ＿ ｓｅｒｖ） 和电信基础设施水平 （ ｔｅｌ＿ ｉｎｆｒ） 并进行重新估计， 估计结果呈现

在表 ４。 前三列估计结果显示将中国 ＯＦＤＩ 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ｅｐａｒｔ、 ｏｎ＿ ｓｅｒｖ
和ｔｅｌ＿ ｉｎｆｒ的系数均在 １％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并控制年

份与国家的联合固定效应之后， 东道国公民电子政务参与度、 政府在线服务范围及

质量、 电信基础设施水平每上升 １ 个单位， 中国 ＯＦＤＩ 流量将分别增加 ６􀆰 ４５％、
６􀆰 ８５％和 ８􀆰 ４５％。 后三列考察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对中国 ＯＦＤＩ 存量的影响， 结果同

样显示三个系数均在 １％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东道国的公民电子政务参与

度、 政府在线服务范围及质量、 电信基础设施水平每上升 １ 个单位， 中国 ＯＦＤＩ 存
量将分别增加 ４􀆰 ９３％、 ５􀆰 ４３％和 ６􀆰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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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ｃｏｆｄ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ｐａｒｔ

ｏｎ＿ ｓｅｒｖ

ｔｅｌ＿ ｉｎｆｒ

Ｎ

Ｒ２

Ｆ

　 　 ６􀆰 ４５０∗∗∗ 　 　 ４􀆰 ９３１∗∗∗

（０􀆰 ５４８） — — （０􀆰 ４３０） — —

　 　 ６􀆰 ８４９∗∗∗ 　 　 ５􀆰 ４３３∗∗∗

— （０􀆰 ７０４） — — （０􀆰 ５６６） —

　 　 ８􀆰 ４５４∗∗∗ 　 　 ６􀆰 ９０５∗∗∗

— — （０􀆰 ９６７） — — （０􀆰 ７６１）

１ １３２ １ １３２ １ １３２ １ ０３１ １ ０３１ １ ０３１

０􀆰 ７１８ ０􀆰 ６９８ ０􀆰 ６８９ ０􀆰 ７４２ ０􀆰 ７２４ ０􀆰 ７１９

３４􀆰 ９６０ ２９􀆰 ５３７ ２７􀆰 ２８０ ２８􀆰 ４６４ ２３􀆰 ８２２ ２２􀆰 ６５５

注： 上述各模型均控制了所有的控制变量， 以及年份与国家的联合固定效应， 并删掉了常数项。 下表同。

２􀆰 更换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ｏｆｄｉ 为受限被解释变量， 不满足 ＯＬＳ 估计的基本假

设条件， 上文所得到的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 本部分将估计方法

更改为适用于受限被解释变量的 Ｔｏｂｉｔ 模型， 对式 （１） 进行重新估计。 使用 Ｔｏｂｉｔ
估计的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及其三个替代指标的系数仍然显著为

正， 且四个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与基准回归系数较为接近， 表明 ＯＬＳ 估计所带

来的偏误位于可接受的范围内， 上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更换估计方法

后， 假说 １ 仍然成立。

表 ５　 更换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项目
ｌｎｏｆｄｉ

（１） （２） （３） （４）

ｅｇｏｖ

ｅｐａｒｔ

ｏｎ＿ ｓｅｒｖ

ｔｅｌ＿ ｉｎｆｒ

Ｎ

　 ６􀆰 ８４６∗∗∗

（０􀆰 ９３４） — — —

　 ７􀆰 ４７７∗∗∗

— （０􀆰 ５０２） — —

８􀆰 ５８２∗∗∗

— — （０􀆰 ６５０） —

８􀆰 ９２４∗∗∗

— — — （０􀆰 ８９８８）

１ １３２ １ １３２ １ １３２ １ １３２

国际投资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 ８１　　　 －

（三） 异质性分析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区位优势有所不同， 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动机

和进入模式存在差异。 基于此， 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吸引作用可能具有异质性。 本文借鉴世界银行对国家收入水平的划分标准， 将

１６６ 个国家划分为 ３２ 个发达国家和 １３４ 个发展中国家， 并进行分样本回归。 表 ６ 的

前四列和后四列分别为发达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的估计结果。 从结果来看，
在两个子样本的估计中，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系数均为正， 但并不显著， 即数字化

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具有微弱的正向影响。 发达国家样本估计结果显示， 公民电子政

务参与度和电信基础设施水平对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发展中国

家样本估计结果显示， 公民电子政务参与度、 在线服务范围及质量以及电信基础设

施水平均对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比整体系数来看， 相较于发

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促进作用更强。 可能的原因是，
流入发达国家的中国 ＯＦＤＩ 以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为主， 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

中国 ＯＦＤＩ 以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为主， 相较于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

ＯＦＤＩ， 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对于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更为依赖， 因

而数字化政府对其产生的促进作用更强； 但是， 相较于发达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
数字化政府的核心子指标在线服务范围及质量， 可以对中国 ＯＦＤＩ 产生更为明显的

促进作用。

表 ６　 基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称

ｌｎｏｆｄｉ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ｅｇｏｖ

ｅｐａｒｔ

ｏｎ＿ ｓｅｒｖ

ｔｅｌ＿ ｉｎｆｒ

Ｎ

Ｒ２

Ｆ

１０􀆰 ６５６ １􀆰 ８３７

（６􀆰 ８２４） — — — （１􀆰 ３８９） — — —

　 ４􀆰 ４６１∗ 　 ３􀆰 ５５８∗∗∗

— （２􀆰 ５１６） — — — （０􀆰 ７５８） — —

　 ２􀆰 ７４３ 　 ２􀆰 ９３６∗∗∗

— — （３􀆰 ２３４） — — — （０􀆰 ９３０） —

　 １３􀆰 １３７∗∗∗ 　 ３􀆰 ４７８∗∗∗

— — — （４􀆰 ０２０） — — — （１􀆰 ２５４）

２９５ ２９５ ２９５ ２９５ ８３７ ８３７ ８３７ ８３７

０􀆰 ９５６ ０􀆰 ９５７ ０􀆰 ９５３ ０􀆰 ９６４ ０􀆰 ７３５ ０􀆰 ７５０ ０􀆰 ７４２ ０􀆰 ７４０

３􀆰 ７５６ ３􀆰 ８９５ ３􀆰 ４１８ ５􀆰 ３７７ ２１􀆰 ３４９ ２４􀆰 ４３３ ２２􀆰 ６０１ ２２􀆰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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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内生性问题

上文已验证， 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是中国

ＯＦＤＩ 与东道国政府数字化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其原因是中国的 ＯＦＤＩ
可能会带来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对东道国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 潜在的

双向因果关系会带来内生性问题， 使前文的估计结果存在误差， 一个可行的方法是

采用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 本文采用东道国所在洲除去本国之外其他国家的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作为数字化政府的工具变量： 首先， 由于空间临近性，
同一个洲的国家， 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相近， 故具有相关性； 其次， 其他国家的

数字化政府与中国在东道国投资的相关性并不大， 具有排他性。 由此， 本文采用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工具变量估计， 结果呈现在表 ７。 从第一阶段的估计

结果来看， 四个工具变量均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证明工具变量

选择合理。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四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估

计系数与前文的估计系数差异并不大， 说明采用工具变量估计， 排除内生性带来的

干扰后， 假说 １ 仍然成立。

表 ７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项目
ｌｎｏｆｄｉ

（１） （２） （３） （４）

ｅｇｏｖ

ｅｐａｒｔ

ｏｎ＿ ｓｅｒｖ

ｔｅｌ＿ ｉｎｆｒ

Ｎ

Ｆ２

５􀆰 ３２０∗∗∗

（１􀆰 ４５２） — — —

７􀆰 ６６６∗∗∗
— （０􀆰 ６１２） — —

６􀆰 ８７３∗∗∗
— — （０􀆰 ９３７） —

６􀆰 ６９３∗∗∗
— — — （０􀆰 ９８１）

１ １３２ １ １３２ １ １３２ １ １３２

０􀆰 ６６９ ０􀆰 ７１５ ０􀆰 ６９８ ０􀆰 ６８７

第一阶段估计

ｅｇｏｖｉｖ

ｅｐａｒｔｉｖ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ｖ

ｔｅｌ＿ ｉｎｆｒｉｖ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统计量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０􀆰 ５５０∗∗∗

（０􀆰 ０３９） — — —

０􀆰 ８１５∗∗∗
— （０􀆰 ０４４） — —

０􀆰 ６５４∗∗∗
— — （０􀆰 ０３８） —

０􀆰 ６０９∗∗∗
— — — （０􀆰 ０２８）

３０４􀆰 ５０２ ４３８􀆰 ２４４ ３０５􀆰 １０４ ５２７􀆰 ８４４

１９８􀆰 ７０８ ３４１􀆰 １１６ １９９􀆰 ２４７ ４７１􀆰 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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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制检验

上文实证结果已验证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本部

分借鉴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 所提出的逐步回归法以及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 所提

出的中介效应判别流程， 引入三个中介变量 ｔｒａｎ＿ ｓａ、 ｔｒａｎ＿ ｐａ 和 ｃｏｒｒｕｐｔ 分别表示

东道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市场信息透明度和腐败程度， 对前文所提出的三条作用

渠道进行实证检验， 检验模型构建如下：
Ｍｉｔ ＝ α ＋ β１ｅｇｏｖｉｔ ＋ Ｘη ＋ ｕｉ × νｔ ＋ ζｉｔ （２）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 α ＋ β′１ｅｇｏｖｉｔ ＋ γ ｊＭｉｔ ＋ Ｘη ＋ ｕｉ × νｔ ＋ ζｉｔ （３）
在式 （２） 至式 （３） 中， ｊ ＝ １、 ２、 ３ 表示三个中介变量 Ｍ 的系数， 其中

式 （３）为仅加入一个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 制度性交易成本 （ ｔｒａｎ＿ｓａ） 借鉴黄友

星等 （２０２１） 的研究思路， 采用 １００ 减去世界银行营商环境便利度指数来度量，
取值范围为 ０～１００； 东道国的市场信息透明度 （ ｔｒａｎ＿ ｐａ）， 采用 ２􀆰 ５ 加上 ＷＧＩ 数
据库中的监管质量指标来度量， 取值范围为 ０ ～ ５； 东道国的腐败程度 （ ｃｏｒｒｕｐｔ），
采用 １００ 减去透明国际组织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 发布的清廉感知指数

来度量， 取值范围为 ０～１００。
表 ８ 汇报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由于三个机制变量存在较多的数据缺失问题， 所

以本部分的回归样本只有 ９４３ 个。 其中， 列 （１） 为利用 ９４３ 个样本基于式 （１） 重

新进行的基准回归估计， 列 （２） 至列 （４） 为基于式 （２） 的估计结果， 列 （５）至
列 （７） 为基于式 （３） 的估计结果， 列 （８） 为将三个中介变量同时纳入模型的估计

结果。 列 （１） 结果显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系数 β 仍然显著为正， 东道国数字化

政府促进了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 列 （２） 至列 （４） 结果显示， 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显

著促进了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 东道国市场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以及腐败

程度的下降。 列 （５）回归结果显示，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系数 γ１ 在 １％的统计性水平

上负向显著，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系数 β′１ 在 １％的统计性水平上正向显著， 结合

β１ 显著为负可知， 制度性交易成本渠道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东道国数字化政府

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了中国 ＯＦＤＩ 的流入， 简单计算可得部分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比重约为 ４９􀆰 ２％； 类似地， 结合列 （６） 和列 （７） 的回归结果， 本文得

出市场信息透明度和腐败程度两种渠道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东道国数字化政府

通过提升市场信息透明度和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了中国 ＯＦＤＩ 的流入， 且市场信息透

明度渠道所发挥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 １６􀆰 ０％， 腐败程度渠道所发

挥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 １１􀆰 ５％。 由此， 本文的假说 ２ 得以验证。 进

一步考察列 （８） 的回归结果，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向但不显著， 表明排

除三种作用渠道整体发挥的间接影响后， 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流入仍然具有直

接的正向影响， 但较为微弱， 三个中介变量的系数的正负号与显著性均未改变， 表

明上文所得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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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机制分析

变量名称
ｌｎｏｆｄｉ ｔｒａｎ＿ ｓａ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ｔｒａｎ＿ ｐａ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ｅｇｏｖ

ｔｒａｎ＿ ｓａ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ｔｒａｎ＿ ｐａ

Ｎ

Ｒ２

Ｆ

　 ４􀆰 ８７３∗∗∗　 －２７􀆰 ０２０∗∗∗　 －５􀆰 ４４８∗∗ 　 ０􀆰 ４５２∗∗∗ 　 ２􀆰 ４７４∗ 　 ４􀆰 ３１４∗∗∗ 　 ４􀆰 ０９４∗∗∗ １􀆰 ９６７

（１􀆰 ２００） （２􀆰 ４７４） （２􀆰 １９７） （０􀆰 ０９４） （１􀆰 ３４３） （１􀆰 １８９） （１􀆰 ２２４） （１􀆰 ３２５）

－０􀆰 ０８９∗∗∗ －０􀆰 ０６４∗∗∗

— — — — （０􀆰 ０２４） — — （０􀆰 ０２４）

－０􀆰 １０３∗∗∗ －０􀆰 ０９９∗∗∗

— — — — —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２６）

１􀆰 ７２５∗∗∗ １􀆰 ４０３∗∗

— — — — — — （０􀆰 ６２８） （０􀆰 ６４０）

９４３ ９４３ ９４３ ９４３ ９４３ ９４３ ９４３ ９４３

０􀆰 ７０１ ０􀆰 ８９０ ０􀆰 ９６５ ０􀆰 ９６５ ０􀆰 ７１１ ０􀆰 ７１２ ０􀆰 ７０７ ０􀆰 ７２３

１􀆰 ７９５ ６􀆰 １９８ ２０􀆰 ９２６ ２１􀆰 ３２１ １􀆰 ８７６ １􀆰 ８８１ １􀆰 ８３５ １􀆰 ９７１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 １６６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实证考察了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机制。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 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能够显

著促进中国对其直接投资， 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仍

然成立。 第二， 以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划分， 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

具有异质性；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发达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促进作用

更强；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 数字化政府的核心子指标在线服务范围及质量， 可以

对中国 ＯＦＤＩ 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三， 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 ＯＦＤＩ
的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提升市场信息透明度和抑制腐败寻租来

实现的。

（二）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启示： 第一， 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

资时需要关注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建设， 以进行更加合理的区位选择， 并借助数字

化政府下的电子行政审批和网络问责保障生存安全、 谋求发展便利； 第二， 根据本

文的经验证据， 中国应继续推动各层级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加快行政审批中心一体

化建设， 以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本对中国进行投资； 第三， 在数字化政府建设过程

中， 重点通过数字化治理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确保市场信息公开和抑

制腐败寻租， 打造更为高效、 透明和廉洁的制度环境。

国际投资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 ８５　　　 －

［参考文献］

［１］陈怀超， 田晓煜， 张月婷 􀆰 制度落差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对称效应———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

分析［Ｊ］ ．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８）： １１１－１２８􀆰

［２］陈升 􀆰 东道国清廉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 “一带一路” 沿线 ５４ 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Ｊ］ ．

经济问题探索， ２０２０（１０）： １４６－１５７􀆰

［３］陈岩， 翟瑞瑞， 郭牛森 􀆰 基于多元距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研究［ Ｊ］ ．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

践， ２０１４， ３４（１１）： ２７６０－２７７１􀆰

［４］陈兆源， 田野， 韩冬临 􀆰 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Ｊ］ ． 世

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６）： １０８－１３０＋１５９􀆰

［５］崔娜， 柳春， 胡春田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 投资风险与东道国制度———来自 “一带一路” 沿线投资

的经验证据［Ｊ］ ．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９（４）： ２７－３８􀆰

［６］黄友星， 韩婷， 赵艳平 􀆰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

［Ｊ］ ．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９）： ８１－９８＋１３５－１３６􀆰

［７］蒋冠宏， 蒋殿春 􀆰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２（１１）： ４５－５６􀆰

［８］蒋冠宏 􀆰 制度差异、 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Ｊ］ ．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０１５（ ８）： ３７－ ４７＋

１２７－１２８􀆰

［９］刘建义 􀆰 大数据驱动政府监管方式创新的向度［Ｊ］ ． 行政论坛， ２０１９， ２６（５）： １０２－１０８􀆰

［１０］刘庆龙， 孙志强， 侯跃英 􀆰 电子政务与政府职能转变［Ｊ］ ．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０４（８）： ５５－５８􀆰

［１１］马连杰 􀆰 电子政务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分析［ Ｊ］ ．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２００５（１）：

１００－１０４􀆰

［１２］祁春凌， 邹超 􀆰 东道国制度质量、 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Ｊ］ ． 当代财经， ２０１３（７）：

１００－１１０􀆰

［１３］施炳展， 游安南 􀆰 数字化政府与国际贸易［Ｊ］ ． 财贸经济， ２０２１， ４２（７）： １４５－１６０􀆰

［１４］王恕立， 向姣姣 􀆰 制度质量、 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Ｊ］ ． 财经研究， ２０１５， ４１（５）：

１３４－１４４􀆰

［１５］王永钦， 杜巨澜， 王凯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 税负和资源禀赋［ Ｊ］ ． 经济研

究， ２０１４， ４９（１２）： １２６－１４２􀆰

［１６］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Ｊ］ ． 心理学报， ２００４（５）： ６１４－６２０􀆰

［１７］温忠麟， 叶宝娟 􀆰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Ｊ］ ． 心理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２２（５）： ７３１－７４５􀆰

［１８］闫永生， 邵传林， 刘慧侠 􀆰 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Ｊ］ ． 财经

论丛， ２０２１（９）： ９３－１０３􀆰

［１９］杨娇辉， 王伟， 谭娜 􀆰 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 “制度风险偏好” 之谜［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６，

３９（１１）： ３－２７􀆰

［２０］杨先明， 郭树华， 蒙昱竹 􀆰 腐败惩治、 腐败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 Ｊ］ ． 财经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１１）：

５０－５８􀆰

［２１］张龙鹏， 蒋为， 周立群 􀆰 行政审批对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家才能的视角［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４）： ５７－７４􀆰

［２２］祝继高， 梁晓琴， 王春飞 􀆰 信息透明度如何影响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Ｊ］ ．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６）： ４６－６１􀆰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国际投资



－ ８６　　　 －

［２３］ＡＬＡＡＲＡＪ Ｈ，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ｎ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４（３）： １７１－１８５􀆰

［２４］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Ｔ Ｂ􀆰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ａｎ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９， ２１

（３）： ２０１－２１０􀆰

［２５］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Ｂ 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ＦＤＩ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Ｊ］ ．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５，

３３（４）： ３８３－４０３􀆰

［２６］ＣＡＳＴＲＯ Ｃ， ＬＯＰＥＳ 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１： １－２４􀆰

［２７］ＨＡＢＩＢ Ｍ， ＺＵＲＡＷＩＣＫＩ 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ｌｅｖｅ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１， １０（６）： ６８７－７００􀆰

［２８］ＨＡＢＩＢ Ｍ， ＺＵＲＡＷＩＣＫＩ 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２００２， ３３（２）： ２９１－３０７􀆰

［２９］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Ｖ， ＮＩＥＴＯ Ｍ Ｊ􀆰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５， ５０（１）： １２２－１３２􀆰

［３０］ＫＩＭ Ｓ， ＫＩＭ Ｈ Ｊ， ＬＥＥ Ｈ􀆰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Ｏｐｅｎ［Ｊ］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９， ２６（１）： ４２－５０􀆰

［３１］ＫＬＡＰＰＥＲ Ｌ， ＬＥＷＩＮ Ａ， ＤＥＬＧＡＤＯ Ｊ Ｍ Ｑ􀆰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１０８－１２３􀆰

［３２］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Ｓ， ＴＥＯ Ｔ， ＬＩＭ Ｖ􀆰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５０

（８）： ６３８－６４９􀆰

［３３］ＭＡＪＥＥＤ Ｍ， ＭＡＬＩＫ Ａ􀆰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Ａ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 Ｔｈｅ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４９９－５１９􀆰

［３４］ＯＥＣＤ􀆰 Ｔｈｅ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３５］ＯＪＯ Ｊ Ｓ􀆰 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Ｇｒａｓｓ Ｒｏ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６（４）： ７７－８９􀆰

［３６］ＳＥＹＯＵＭ Ｂ， ＭＡＮＹＡＫ Ｔ 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０９， ５（３）： １８７－２０６􀆰

［３７］ＷＥＥＲＡＫＫＯＤＹ Ｖ， ＥＬ⁃ＨＡＤＤＡＤＥＨ Ｒ， ＳＡＢＯＬ Ｔ， ｅｔ ａｌ􀆰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３２

（１）： ６６－７４􀆰

［３８］ＷＥＩ Ｓ Ｊ􀆰 Ｈｏｗ Ｔａｘ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０， ８２

（１）： １－１１􀆰

［３９］ＷＯＮＧ Ｗ， ＷＥＬＣＨ Ｅ􀆰 Ｄｏｅｓ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４， １７（２）： ２７５－２９７􀆰

［４０］ＺＡＨＥＥＲ Ｓ􀆰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ｅｓｓ ［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５， ３８ （ ２）：

３４１－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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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 Ｇｕａｎｇｑｉｎ， ＬＩ Ｘｉａｏｇ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ｎｇｂｕ， Ａｎｈｕｉ， ２３３０３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ｉｄｅｄ ｂｙ ＩＣ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ＯＦＤ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ＤＩ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ＤＩ ｉｎ⁃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ＤＩ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ＤＩ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ｐｒｉ⁃
ｍａｒｉｌｙ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
ｅｎｃ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ｕｒｂ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武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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